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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否能够超越

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西方的启蒙作出回应，并与西方的现代

价值相匹配？张灏曾指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严厉批判，他提出要从传统的价值角度来反

思现代化。我的想法就是从儒家的立场来反思西方的启蒙心态。关于启蒙，西方很多学者

将之作为一场运动，哈贝马斯则认为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计划。在这里，我们既不把它当

作还在发展的一个计划，也不把它当作一种运动，而是看作一种心态。这种启蒙心态不仅

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还孕育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此外，包括跨

国公司、民间或官方组织，都与启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舒衡哲和李泽厚指出，救亡压

倒了启蒙，对此我基本接受。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启蒙被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知识分子认

为是能够使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那么，我们能否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启蒙做一同

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做

一些反思呢？ 

在这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预设：一个中西方间可以进行平等互惠对话的时代也许已

经到来。之前的对话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现在的对话条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力

量太薄弱，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西方提出了“软实力”的说法，我们也用软实力，但是我认

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仅衡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还

不够，还应包括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是软实力，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当强。中国提软实力并

不一定合适，一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太弱，比美国、欧洲或者日本都要弱很多，甚至

美国一个局部地区的软实力都比我们强；二是如果我们要推出软实力，可能会招致更多“中

国威胁论”的观点。五四运动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常常是把我们的糟粕与西方最核心的价值

相比较，比如拿“抽鸦片烟”、“包小脚”、“蓄妾”、“等级制度”、“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理

性”、“自由”、“法制”、“人权”、“个人的尊严”作比较。我们本来就弱，这么一比，我们就没

什么民族自尊可谈了，结果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传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有很多阴暗面，但是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时候，不应该持一

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五四时期大家对传统的批判力度很大，然而，如果以粗暴的态度对待

传统，那么在吸收西方价值上就不可能深刻，而如果只是肤浅地认识西方价值，结果很可

能只是欧风美雨、比较表面的东西大行其道。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应该从四个向度同时进

行，即对传统同情地了解、发扬，对传统进行批评，对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充分引进和

对欧风美雨加以排拒，它们是一体的，而不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当我们把



这四个向度变成两个向度，就是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的问题，再把这两个向度集中到一

点，就是如何全盘西化。譬如，胡适为什么赞成全盘西化这种偏激的主张？正如胡适所

言，假如我们现在说 80%西化，那么实际上只有 30%，假如说 100%，那么实际上还达不

到 60%。后来他不再用全盘西化，而提出充分现代化。这些一流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了

解比较深刻，他们反传统是因为爱国主义的激愤。 

如今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对启蒙心态批评最严厉的，还是西方一流的学者，有解构主

义的、环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他们发展出来的

观点应该是我们方法论据的重要参照。这是当前的基本情况。那么，西方的自由、理性、

法治、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些核心价值，能否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

对话呢？具体而言就是关于对正义的理解、对责任的理解、对社会和谐的理解这些方面。

以前人们对亚洲价值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很多学者把亚洲价值等同于权威主义、裙带关

系、缺乏透明度、黑箱作业，但仁义礼智信，这些才是亚洲价值观。如今，西方的人权观

念力量很大，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契

机。大概从 1968 年开始，人类首次看到了地球全貌，它的矿物、植物、微生物、动物，

还有水源、土壤、空气，我们都一目了然。这一崭新的视野使得各个宗教传统都有了彻底

的转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基督教，一是佛教。任何当代基督教的大师都不可能说，我

们等待未来天国，地球是个凡俗的世界——应该是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我们不要再

照顾这个凡俗的世界了。佛教徒也不可能说，我们注重净土、彼岸，对此岸、红尘，我们

可以不照顾了。所以，如何对地球——我们的家园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儒家最大

有可为的地方，在儒家传统中不存在超越突破，至少不能从超越突破看儒家的价值取向。

所以，我认为儒家可能在此一世纪发展出一个宽广的人文精神，可以针对启蒙提出新观

点。 

启蒙心态存在两个很大的缺失，一是从哈贝马斯哲学里看出的，就是对宗教掉以轻

心，在科学主义大盛，强调发展科学理性之期，对宗教问题照顾不到。二是自然，它成为

一个由人类来宰制的对象，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这里起不到很大的作

用。因此，如今儒家伦理和启蒙心态是不是有一个对话的可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强

势，虽然目前这个强势可能是想象而非现实，但是想象和理想本身就有价值，能够想象，

我们知识的发展空间广大。 

所以，我现在想做一个对启蒙的反思的研究计划，它分成几个部分，第一就是回到

17、18 世纪。据我们了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像利玛窦他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而

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内部也是波澜壮阔的，不必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和吴宗周这些人

了。当时的中国，在伊斯兰教方面也出现了几位大师，如马德新、王岱舆，还有刘智。这

些思想家达到的思想水平，不仅完全可以和利玛窦所谓的天主教世界的思想相比，和中国

当时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也可以相提并论，例如刘智的《天方性理》。因此，17、18 世纪中

国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第二是研究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意

识。第三则是启蒙心态到了中国以后的影响。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传统中，西方的因素远远

超过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现在各方面的国学院和儒学院都在发展，而且这也不会是

灵光一闪、昙花一现的现象，但是很多传统思想还无法真正深化。在国学和儒学复兴的氛

围中，除了广为流传的大思想家外，再出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思想家，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

力的方向，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果将这个问题再细化，就是儒家传统的创新和人文精神

的发展问题，这既包括针对中国这个传统，也针对西方的传统。这个研究计划至少需要三



年准备时间才能起步，而且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西方有一

个优点，他们有一批学者，可以说是西方最好的学者，特别重视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家的

反思，反思康德、反思福柯，每个人都成为反思的对象，但是他们反思的语境基本上都是

欧洲中心论。现在他们刚开始比照中国，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反思。我们也要比照他们的

成果，为以后了解在中国发展的启蒙心态，并为儒学的发展创造条件。 

文明交流与儒学的发展 

关于学习，英文里有 learning、relearning 和 unlearning，就是学习、再学习，但是对

这个 unlearning，我就不知道怎么翻译，即学习以后，把之前学的东西消解掉，否则无法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知性和理性。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变化会很快，即使从事同一个

职业，也在变。所以一定要“再学习”。但是，儒家的学习观念是“学做人”，我常常引用法国

哲学家哈达（Hadat）“精神磨炼”的观点，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学习。然而，现在遇到这样

一个问题，就是把信息、数据、知识和智慧的层面混在一起。一打开电脑，90%以上的信

息都必须要抛弃，不然就找不到想要的数据。而知识是有系统性的，从认知论讲，是指理

性、知性，但最麻烦的是把知识与智慧混为一谈。我相信如果没有人生阅历，体认之知即

不可能，倒不是说年纪大一点就更聪明，随着计算机和信息工程的发展，年纪越大可能越

糟糕。但是，智慧是和体验、人生阅历有关的，是逐渐积累的。比如说，一位电脑专家，

他体现的是聪明才智，平常我们不把这叫智慧，而一位历史学家或哲学家讨论一些问题，

他可能是有智慧的一面的。所以，我认为学习的问题对我特别有启发。 

对话最重要的基础是容忍，从容忍开始，并有承认，即接受对方的存在是不可消解

的。但是承认要提升到尊敬，如果仅仅是承认，而没有尊重，也是不够的。只有尊重，才

可以互相参照，有了参照才能互相学习。比如顾彬，他说中国没有文学，这样，侵略性就

太强，就好比你告诉他德国没有文学，那他一定和你拼命。但他说中国当代没有严格意义

的文学是有一定目的的，他要刺激乃至激怒我们，大家受到刺激，一定会反弹，这就不是

对话而是吵架了。这样其实没有太大价值。这样的例子很多，又比如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长

期血战，这是他们不能容忍，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其目的就是要消灭对方，而现在感觉

消灭办不到，就勉强承认对方的存在，这已是一大进步，但还没有达到相互尊重。  

差异是值得庆贺的，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只有差异的存在，互相学习才变得更有意

义。比如和基督教对话，我在上大学时有位天主教神父很赏识我，他花了一两年时间，把

天主教神学给我慢慢讲述了一遍。那时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他的一些观点也非常认同。

所以，我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的受惠者。因为我和他的一些对话，使我对儒学的了解加深

了。以前不了解的，现在了解了；以前认为无法改变的观点现在开始怀疑了。这在以前是

不可能的。但是，我不希望一个基督教士在和我对话后变成一个儒家，他希望成为一个更

好的基督徒，这对我一方面是很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会有很多启发。当然，我们不能完

全否认改变信仰的可能性。一个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对话，可能会逐渐认同佛教，或者反

之，这些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卡普洛就说过，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佛教徒，一个

佛教徒能不能同时是一个基督徒？像天主教的有些教士在修道院和佛教禅宗弟子一起打

坐、一起静坐。基督教的静坐，是要冥想上帝；而佛教的坐禅，是为了证空。但是他们静

坐的形式是一样的，逐渐，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觉得越来越能够沟通，这与没有静坐经

验的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有些人提出 dud membership。这在宗教里面有没有可能？在中

国传统里面，这根本不成问题，韩国、越南和日本也没有问题。中国有儒释道，有三教合



一、一体同源的理论和实践，首屈一指的日本问题专家赖肖尔说，日本大概有 70％是神道

教徒，但是大概也有 70％是佛教徒，既是神道，又是佛教，他们对儒家的伦理基本上也认

同。韩国也一样，它原来的主流是萨满巫教，现在基督教大概占 30％，再加上所谓的儒教

以及大乘佛教，这中间有很多是重合的。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要从三教扩大成五教，除了

儒释道以外，伊斯兰教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回教徒会说汉语的大概有两

三千万，他也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里面有没有对话的可能，当然是一个值得大家考

虑的大问题。另外，就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所以，对话不是借这个机会来使对方改变他的信仰，这方面最糟糕的例子就是以前的

十字军东征。像布什还讲十字军东征，那是很荒谬很危险的。因为这是一种侵略、一种征

服。此外，对话不是借此机会发表你的观点或政见，也不是借此机会解释自己认为被人家

误解的地方，而是通过对话培养聆听的能力，通过对话拓展视野，通过对话加强自我反思

的能力。比如和基督徒谈话，他讲一些他们考虑的问题，就激发我在心灵深处产生了从来

没考虑过的一些思想。又比如，我从来不认为儒家是一枝独秀，儒家的发展，一直是与其

他传统有很多碰撞与交流，这也是一种对话。可以说，如果没有与佛教的交流就不可能发

展出宋明儒学。现在如果要有任何发展，与西方的交流就是关键。如果一种学术不开放的

话，它就会变成特殊主义，就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特别当特殊主义有侵略性时，那困难

就更大了。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发生的大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再进一步说，我

们需要有相当深层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所谓的自我定义，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惊讶，我觉得“新儒家”这个

名词摆在我身上是不适合的，因为我从来不认为我是新儒家。为什么？你说新基督教，或

者新佛教，这都不恰当。新康德主义，大概就没有康德思想那么丰富的哲学资源。因为宋

明儒学在西方叫 Neo-Confucianism。所以，陈寅恪也把宋明儒学叫做新儒教，有了“新”儒

家，那“后新”儒家乃至“新新”儒家都会出现。 

因此，我认为儒学有三期的发展是比较符合儒家传统的历史进程。第一期是从曲阜的

地方文化成为中原文化。第二期是从中国文化，或者中原文化，成为东亚文明，那么，现

在能不能再走出东亚文明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果更细地分成不同时代，有宋明儒

学，有当代儒学，你说我属于儒学第三、第八代的成员，或者你说我希望成为当代的，这

都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不用新儒家呢？因为用新儒家就很容易有新新儒家，后新儒家，这

样就没完没了。可以说，大陆解放以后有大陆的儒家。比如说，冯友兰的路途是非常曲折

的，还有像张岱年先生，甚至上海的冯契先生，后者的思想非常敏锐。他讲智慧，其实就

是想把儒家的修身哲学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配合起来。所谓新儒家多半是指海外的现象。

比如香港、新加坡、台湾和北美。这样细分是可以的，可以说清代有清代的儒学，甚至可

以说，不仅有宋明儒学，还有金代的儒学，还有元代的儒学。如果从现代看的话，那可以

说是儒学的第三期发展，我现在和一些文化中国地区的学者在交流，包括港台澳，他们对

儒家的现代转化的研究比大陆的儒学大概早了 30 年，可能 40 年。目前儒学的发展，大概

韩国是最好的。所以，儒学和现代性的这个问题，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就已经在韩

国讨论很多了，有很多的文本可以参考。日本也讨论这个问题。甚至新加坡，从 1982 到

1989 年，他们成立了一个东亚哲学研究所，那个研究所专门从事儒学研究，有中国大陆最

好的一批学者，像李泽厚、陈来、朱伯昆、余敦康、金春峰、朱维铮都在那里做过研究，

方克立也去过。美国学者方面，像狄白瑞、陈荣捷、葛瑞汉、余英时、林毓生、张灏也去

过；欧洲学者布斯曼尔在那里游学好几个月，台湾的韦政通、戴琏璋、梅广、蔡仁厚也



是。那十年，新加坡可能就是在中国大陆以外最蓬勃的儒学研究基地了。如果没有这些发

展，我想现在大陆的儒学就不能发展得这么热络。所以要用世界的视野来看它。 

儒学的一个基本信念是，所谓知识精英，不管他是先觉还是后觉，假如他讲的这套不

能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不能在一般的老百姓中起作用，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儒学，儒家

最高的价值必须在人伦日用之间体现。和希腊哲学大不相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真理一般

人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不是精英就不会知道，有的时候只有三五人知道。而儒家一开始就

是落实民间的教育，在评价它时就不能简单地判断正面或负面，它可能有庸俗的一面，但

是它也有非常大的力度。所以，对于丹现象，也许她有一些观点我不一定赞同，但是如果

她没有经过很好的中国文化的训练，从小诗词歌赋念了许多，如果她没有很好的口才、没

有大众传播的魅力，她就不可能使她的《〈论语〉心得》达到好几百万的销量。这是一个

很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现象，我相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多元现代性”抑或“现代性中的多元”？ 

那么，到底是多元现代性，还是现代性中的多元？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复

杂。如果接受多元现代性，那对现代性的解构力度就很大；如果认为现代性中是有多元倾

向的，那基本上还是接受从西方发展出来的现代性。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相当长的时间。

我在日本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后曾经问过丹尼尔·贝尔，西方之外有没有现代主义？他的回

答非常有意思，他说当然有，有无数的可能，但是每一种可能都是灾难性的。他所想到的

和亨廷顿想到的是一样的，儒家的权威主义、裙带关系、没有透明度、官商勾结和伊斯兰

的原教旨主义；只有西方所代表的，欧美所代表的现代性，才是可以持续的现代性。但是

像亨廷顿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在西方学术界不少学者看来，也是非常狭隘而且非常肤浅的

提法。应该作深层地思考，像比较文化学者艾森斯塔特，他们的讨论就比较细致。艾森斯

塔特认为，反现代性还是属于现代性，都离不开现代性，它的范围非常大。我当时提出“多

元现代性”有这样一个考虑，我认为西方之外，有东亚现代性，它是从日本和“四小龙”开始

的，当然，今天的中国特别是沿海一带也包括在内，但它们的现代性与西方所表现的文化

形式不一样，与西方的现代性不是一根而发的，也就是说，现代化的过程中有不同的文化

形式。这中间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儒家传统在东亚传统中是多

元多样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的儒家传统不同，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也是多元

多样的，它们塑造了现代性，它把整个传统改造了，传统对现代性不是限定，而是一种创

造。  

1980 年代，很多人认为大西洋的力量逐渐要被太平洋所取代，并提出 21 世纪是太平

洋的世纪、亚洲的世纪，甚至是中国的世纪。季羡林先生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现在要从西到东了。我基本上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也有些学者，

像庞朴提出，要想超越美国单边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观点，就应该强调世

界地缘政治应是鼎立的态势。现在世界上存在三极，就像一个鼎一样，就比较稳了。哪三

极呢？就是北美，东亚和欧盟。我说，如果印度起来了，那我们就四极吧，俄罗斯也站起

来了。高盛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最先提出 BRICs——金砖四国，第一个就是 B，Brazil，是

巴西，也就是拉美。你说伊斯兰世界就一定起不来？现在我们认为非洲一无是处，但是 50

年以后非洲会成为什么样？这些都很难说，所以我们称之为多元现代性。对这个观点，很

多学者认为过分乐观，不现实，是理想乃至空想。譬如国内也很少有学者愿意接受多元理

性化的观点，就是说，现代性可能有多元的倾向。这个值得考虑，这和我要对启蒙进行反



思是一样的，假如有这种可能，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儒家传统和东亚的现代性有

什么关系？韦伯的命题实际上非常简单，他所说的是根源性的问题，是讲发生学的，即某

一现象是怎么来的？另外，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通过模仿，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发展。他特

别提到中国，但同时他写了一个注，注里面说日本绝不可能。他说日本绝不可能，这当然

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中国学了西方，即可发展它自己的模式，还有其他的地方也一样，

对此他不是很乐观，特别是对全球化的文明的冲突。彼得·伯格（P.Berger）说，面对现代

性，发展中国家的反应共有四种。一种是真正的抗拒，伊斯兰国家就是代表；一种是全盘

的接受，中国就是一个代表；一种是共存；最好就是融合。其实中国都有，是和平共存，

像辜鸿铭。辜鸿铭在马来西亚长大，17 岁才学中文。他以前在爱丁堡，跟英国最重要的史

学家卡莱尔念过书，他英文是最典雅的，是西方文化培养出来的，但他又有长辫子，且用

英文来批评西方，他对西方有强烈的批评。也有全盘接受的，大概钱玄同可以作为代表。

但是也有努力使它融合的。“新儒学”就是这样，我们讲儒学的现代转化就是这个意思。 

有很多从西方发展出来的价值，比如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但是在东亚乃至亚洲

社会发展出来的，也可能是普世价值，儒学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是否能成功尚不知道。如

果要进一步发展，就应该有一种平等互惠的对话，或者叫核心价值的对话。这种对话现在

已经开始了，但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努力，因为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无论是经济、政

治，还是文化的积累。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迎头赶上。西方最好的价值与儒家思想是可以对

话的。比如说西方对自由的重视，但也必须重视正义，伊斯兰世界就以为正义比自由更重

要。西方对理性很重视，但他们所强调的只是工具理性。也不能忽视对同情、恻隐之心、

慈悲的重视；讲权利、人权，还有责任的问题、个人的尊严以及社会的和谐。因此，有很

多对话的空间。最好的价值，不是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它们之间的矛盾往往是非

常尖锐的，比如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就有冲突，如何共同考虑而能消解尖锐的矛盾，这是很

难的课题。所以，如果所强调的只是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那就太片面了。沟通理性

是已经软化的理性，而真正的理性是没有同情感的，如果要照这样走下去，就会碰到很大

的困难。有些西方学者认为自由是唯一需要推动的，但后来他们发现，自由不是可以涵盖

一切的，还必须有责任。假如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没有任何善心，他是可以把整个社会弄

得一塌糊涂的。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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